
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总第３６７期) No４,２０１８(SerialNo．３６７)

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

———兼论朱子对«太极图说»的诠释

丁 为 祥

摘　要:在中国哲学中,宇宙论与本体论代表着人们对生存世界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一般说来,宇

宙论是以实然存在及其时空形式的角度指谓生存世界;本体论则以超越时空、超越聚散存亡的角度来概

括这个生存世界.至于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则指宇宙论与本体论两种不同的结合方式,所谓宇宙本

体论是指沿宇宙论进路所形成的本体,但却必然包含着一定的由已知推及未知的弊端;而所谓本体宇宙

论,则是通过先确立本体,从而形成在本体之观照、统摄下的宇宙论.在从汉唐到宋明的思想演变中,有无

本体论视角构成了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朱子关于理气关系的规定,则既上承孔子对仁礼关系的思考,
从而使其哲学成为一种标准的本体宇宙论;同时,他又通过对周敦颐«太极图说»之本体宇宙论的定性与诠

释,从而又使其哲学带上了宇宙本体论的特色,朱子由此成为汉宋学术之集大成者.但朱子本体宇宙论与

宇宙本体论的矛盾,又为人们提出了一个本体论究竟应当如何确立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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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思想史中,宇宙论与本体论代表着人们对于生存世界及其基础之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
本来,所谓生存世界或世界观本身就代表着人们对于现实人生与世界的一种穷究根源性认识;而宇

宙论与本体论则又代表着人们对于生存世界及其根源或依据之两种不同的究极性认识.从中国思

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不同认识实际上又主要是通过汉宋不同学术进路的演变实现的,因而在从

汉到宋之间,佛教的传入及其影响就是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因素.就宇宙论与本体论而言,说到底

不过是人们看待世界的两种不同视角而已;而这两种不同视角实际上早就存在于标志儒道两家产生

的孔子与老子的思想中,只是来自佛教的刺激与唤醒,才促成了国人本体论思考的自觉.从这个角

度看,也可以说正是儒佛的融合才促进了国人本体论思考的深入,因而,对于本质上作为“三教”融合

之产物的宋明理学来说,佛教其实就已经不再是所谓夷狄之教或异端之学了;所谓的儒佛分歧,实际

上也只存在于其不同的价值观或不同的价值追求之间;至于佛教的形上视角及其超越性的中道智

慧,则早就成为“三教”所共享的遗产了.所以,从文化交流、融合与提升的角度看,如果一味执著于

辟佛排老或坚持所谓“纯儒”立场,就只能使理学的本体论思维退化到汉唐时代宇宙生化论的地步

去,从而真正成为所谓为佛老送家当之举.
让我们先从宇宙论说起.

一、宇宙生化论

中国文化属于农耕文明,因而“生”或“生生”也就成为中国文化最根荄的观念,也是中国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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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流派———儒道两家所共同认可的现象.不过,对于“生生”,儒道两家虽然共同认可,其看法却又

是完全不同的.儒家从其“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

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易序卦»)出发,又根

据“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传系辞上»)的原则,从而提出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传系辞上»)的生化图式,充分肯定了

“生生”的价值,并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上»).相比之下,道家则对

“生生”采取了一种反向溯源式的认知,因而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

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道德经»第五

十二章)显然,对于“生”或“生生”,儒道两家是共同认可的,但老子这里的“有”却显然是从万物当下

存在之共同相状出发的;至于“无”,则是“有”之所以“生”并决定“有”之为“有”者.面对人所置身其

中的生存世界,如果说道家也有所肯定,有所追求,那么其追求的也就是一种沿着时间维度所追溯出

来的“未生”状态或决定“生”之作为“子”、成为“有”的始源状态,是即所谓的“天下母”.这样,如果我

们以万物的现实存在———“有”作为出发点,那么儒家显然是从这个当下现实出发并通过肯定“生”的
方式以走向未来,而道家则是从当下之“有”出发以走向时间之“无”———宇宙之始源.不仅如此,在
道家“有生于无”的反向追溯中,虽然这个作为宇宙始源的“无”是通过时间之“无”表现出来的,但它

同时也必然包含着一定的空间维度,否则,其所谓的“有”也就无从实现了.所以说,道家的“无”虽然

是沿着时间维度所追溯出来的(也只有时间的维度才能从根本上区别“有”与“无”,从而促成从“无”到
“有”的变化),但总体上却是作为宇宙万物之时空原点出现的.而对儒家来说,“太极”虽然也是作为宇

宙天道的根本出发点出现的,但太极的展开却是伴随着时空形式一并实现的.
这种沿着时间维度所展开的追溯或推演,就是一种典型的宇宙论进路.因为它不仅实现于时空

世界,而且也是随着时空的演变才得以展现其意义的.所以«墨经»云:“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
(«墨子经上»).到了尸子,就明确提出“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尸子»卷下).这说明,至
迟到战国时代,国人就已经对宇宙论进路及其视角有了基本自觉了.

但由于孔子创立儒学的方式本身就是以个体之士的方式实现的,而儒学也始终强调对礼乐精神

的实践落实,因而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种以个体人生为主体的宇宙论关怀.这样的宇宙论规模在孔子

思想中固然只是零星的散见,比如“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就是一种典型的宇

宙论关怀,因而到子思,也就成为一种系统的宇宙论思想了.比如«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

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

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这里,从“喜怒哀乐之未发”到
所谓“天下之达道”,实际上都是从个体的主体心理状态而言的;至于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则显然又是就一种宇宙论关怀或宇宙论规模而言的;而从“至诚”“尽性”以及从“尽人性”到“尽
物之性”再到“赞天地之化育”,也无不是从个体人生的角度展开的.所以到了孟子,就有所谓“君子

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

上»)之说.显然,这样的宇宙固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完全个体化或实践化的宇宙,但孟子的宇宙论却

并不仅仅限于个体的层面,比如其所谓“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

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尽

心上»).自然,这也就是其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
子梁惠王上»)了,但却同样展现了一种客观的宇宙论规模或宇宙论关怀.

战国以降,由于儒道思想的融合,因而从荀子起,就形成了一种以客观性凸显而又以时空为主要

形式的宇宙论.比如荀子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

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在这里,从“水火”到“草木”,再从“草木”到“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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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人”,显然是一种以“时空”为主要形式之客观的宇宙演化图式;而这种从“水火”到“草木”再
到“禽兽”以至于“人”的进程,其实也就是荀子在融合儒道基础上所认知的宇宙演化进程.至于其从

人的认知角度所提出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

止矣”(«荀子儒效»),则又显然是一种以人之认知为指向并与宇宙演化论互逆互补的认识论.这种人

伦认识论与宇宙演化论的互补,也就成为中国秦汉思想的主流.
所以到汉代,在汉儒专门解经的纬书中,这种客观形态的宇宙论也就成为汉儒解经的思想文化

背景.比如«七纬»载:

　　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极,是为五运.形象未分,谓之太易;元

气始萌,谓之太初;气形之端,谓之太始;形变有质,谓之太素;质形已具,谓之太极.五气渐变,
谓之五运.(«孝经纬钩命诀»)

夫有形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生?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
太初者,气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质之始.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

物相浑成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纬乾凿度»)
在这种专门说明“天地未分之前”或“乾坤安从生”的宇宙演化图式中,无论是其“五运”说还是所谓

“四环节”说,实际上都是以客观面相展现出来的宇宙论.这无疑是儒道融合的产物,因为所谓“天地

未分之前”的说法显然属于儒家的思想谱系,而所谓“有形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生”的推理与设问则

显然又属于道家“有生于无”的谱系.这说明,儒与道的融合、“时空”与“生生”的统一,也就构成了中

国宇宙论的主流,也是中国所有思想流派得以形成进而发展演化的思想文化背景.

二、本体论及其儒佛因缘

在儒道两家所共同认可的宇宙论中,道家的宇宙论是以标志“时空”原点之“无”作为代表的,同
时也表现着其以“无”的智慧来应对这个生存之“有”的世界;而儒家的宇宙论则是以“太极”、“生生”
为代表,并以“赞天地之化育”作为指向,这表明儒家的宇宙论首先是一种创生性的宇宙论.不过,由
于“生生”必然要表现为“有”,因而老子的“有无相生”不仅代表着宇宙秩序中的主要关系,同时也可

以代表儒道两家宇宙论之一种相互促成的关系.但是,这种“有无相生”的儒道关系连同其宇宙论谱

系却在佛教传入后遇到了强烈的挑战;而佛教的挑战又是从两个不同层面展开的.
最首先的一个层面是,儒道两家以“有”与“无”为特征的宇宙论不得不受到佛教“缘起性空”之中

道智慧的批评,比如僧肇就在其«不真空论»中明确指出:“然则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
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无.虽无而非无,无者不绝虚;虽有而非

有,有者非真有.若有不即真,无不夷迹,然则有无异称,其致一也.«中观»云:‘物从因缘故不

有,缘起故不无.’寻理即其然矣.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岂待缘而后有哉? 譬彼真无,无
自常无,岂待缘而后无也? 若有不能自有,待缘而后有者,故知有非真有.有非真有,虽有不可谓之

有矣.不无者,夫无则湛然不动,可谓之无.万物若无,则不应起,起则非无,以明缘起故不无也.”①

显然,无论是道家的“无”还是儒家以“生生”为特征之“有”,都受到了来自佛教中观智慧的批评;而其

批评的根据则主要在于佛教的“缘起性空”,所以说“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
虽无而非无”.意即支撑“有”的并不是有,而是缘起;支撑“无”的也并不是真无,而是缘灭.那么所

谓“有无”又是如何成立的呢? 这就是“物从因缘故不有,缘起故不无”,意即既然万事万物都是因缘

而起,那么它就不是真有———其“有”说到底不过是因“缘”而“有”而已;既然万物都是因缘而“有”,那
么在其因缘而起这一点上,它也就不是“无”.既然儒道两家的“有”和“无”都是通过缘起缘灭而获得

自身之存在规定的,那么这也就证明了佛教的“万法无自性”———所谓缘起缘灭之“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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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肇依据佛教的中道智慧与“缘起性空”之说对儒道两家的这一分析,不仅批评了其关于宇宙万

物的“有”“无”之说,而且这种批评实际上也和梁武帝与达摩的对话表现了同样的道理.据说达摩到

中土后,极受礼遇,梁武帝几番派人迎至都城建康.但二人的见面却又完全是一种世俗之“有”与佛

教之“空”的对话:

　　武帝问:“朕自登九五以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师曰:“无功德.”帝曰:“何

以无功德?”师曰:“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善因,非是实相.”武帝问:“如何是

实功德?”师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武帝不了达摩所言,变容不言.①

在这里,梁武帝无疑是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作为其成佛之主要功德的,这一点与儒学以天道之

“生生”来论证其人伦纲常的永恒性是同样道理,但在达摩看来,这都属于“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即
使有所谓“善因”,说到底也并非发自“实相”或对“实相”的领悟;而真正的成佛功德,则必须是发自佛

教的空寂之体与妙圆之智的.这样的功德,根本就不可能以所谓世俗之缘所能求得.很明显,虽然

这一不投缘的对话也就决定了达摩此后“一苇渡江”的必然性,但这种“不投缘”并不仅仅是所谓“话
不投机”的问题,而是世俗功德与佛教超越追求之间的根本不对应问题,因而这一“不投缘”的对话也

就等于揭示了中土的世俗智慧与佛教根于空寂之体与妙圆之智的一个根本性分歧.
这一分歧就是儒道两家的实然宇宙论与佛教超越追求之间的分歧,而这一分歧以后又表现为唐

代华严五祖宗密对儒道两家气化宇宙论思想的深入批判.这就进入儒佛分歧的深层了,也是佛教对

于儒道两家实然宇宙论批评的第二个层面.宗密早年曾经习儒,所以当其以佛教的超越追求精神来

批评儒道两家的气化宇宙论时,不仅表现出对儒道两家实然宇宙论的深入解析,也表现出其对孔、老
二教原本超越于汉唐儒学之一种深入理解以及对其“原人”精神的殷切期待.宗密指出:

　　今习儒道者,只知近则乃祖乃父,传体相续,受得此身;远则混沌一气,剖为阴阳之二,二生

天地人三,三生万物,万物与人,皆气为本策勤万行,明因果始终,推究万法,彰生起本末,虽

皆圣意而有实有权.二教唯权,佛兼权实.策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

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②

儒道二教,说人畜等类,皆是虚无大道生成养育.谓道法自然,生于元气,元气生天地,天地

生万物所言万物皆从虚无大道而生者,大道即是生死贤愚之本,吉凶祸福之基,基本既其常

存,则祸乱凶愚不可除也,福庆贤善不可益也,何用老庄之教耶? 且天地之气,本无知也,人

禀无知之气,安得歘起而有知乎? 草木亦皆禀气,何不知乎? 然则«诗»刺乱政,«书»赞王

道,«礼»称安上,«乐»号移风,岂是奉上天之意,顺造化之心乎? 是知专此教者,未能原人.③

所谓“今习儒道者,只知近则乃祖乃父,传体相续,受得此身;远则混沌一气万物与人,皆气为

本”,显然是指儒道两家所共同认可的宇宙演化论而言的,但所谓“二教唯权,佛兼权实.策万行,惩
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则显然又是指

谓儒道两家的宇宙演化论及其论证效力而言的,所以说是“二教唯权,佛兼权实”.意即儒道二教的

宇宙论仅仅停留于生化流行的层面,并不是真正的“决了”之教.实际上,这也就是僧肇“虽有而非

有”、达摩所谓“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之同样性质的批评.因为在宗密看来,儒道两家所共

同认可的“人畜等类,皆是虚无大道生成养育”———“谓道法自然,生于元气,元气生天地,天地生万

物”这种实然生化论既不能解释人与草木的根本区别,也不能说明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对道

家而言,“所言万物皆从虚无大道而生者,大道即是生死贤愚之本,吉凶祸福之基,基本既其常存,则
祸乱凶愚不可除也,福庆贤善不可益也,何用老庄之教耶?”而对儒家来说,“天地之气,本无知也,人

３４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兼论朱子对«太极图说»的诠释

①

②

③

静筠禅师编撰,孙昌武、[日]衣川贤次、[日]西口芳男点校:«祖堂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９６页.
宗密:«原人论序»,«中华大藏经»第９８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４５８页.
宗密:«原人论斥迷执第一»,«中华大藏经»第９８册,第４５８ ４５９页.



禀无知之气,安得歘起而有知乎? 草木亦皆禀气,何不知乎?”显然,儒道两家所共同认可的宇宙生化

论既不能说明“人禀无知之气,安得歘起而有知乎”,也不能说明“草木亦皆禀气,何不知乎”的问题.
而曾经研习儒家经典的宗密所提出的反问———“«诗»刺乱政,«书»赞王道,«礼»称安上,«乐»号移风,
岂是奉上天之意,顺造化之心乎?”无疑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思考.显然,在宗密看来,先秦儒家的这些

主张实际上存在着更为深刻的依据与根源,只是这种气化宇宙论不足以说明而已.
这样一来,宗密也就等于从佛教之“原人”的角度向儒学提出了“«诗»刺乱政,«书»赞王道,«礼»

称安上,«乐»号移风”之超越的依据问题.这也等于是从佛教的角度对儒家超越的本体意识的呼唤.
到了这一步,我们有必要对儒道两家的宇宙生化论与在佛教之批评与敲打下所崛起的儒家本体

意识进行一个基本的鉴别.一般说来,所谓宇宙论必须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必须通过时空的形

式来表现其“弥异时”与“弥异所”的特征;其二则是必须通过生化流变的方式来展现其基本内容,这
也就是佛教所谓缘起缘灭的世界,实际上,也就是必须通过我们所说的实然宇宙或生化世界来表现

其“生生”之遍在性特点.佛教主张“缘起性空”———即缘起缘灭而当下领悟“万法无自性”的本质,所
以佛教并不认为在缘起缘灭的后面还存在着一个所谓“空”的本体.但对于儒家传统的“«诗»刺乱

政,«书»赞王道,«礼»称安上,«乐»号移风”而言,则历代儒者都一致认为这就是“奉上天之意,顺造化

之心”,也就是«中庸»所谓的“赞天地之化育”,因而所谓“«诗»刺乱政,«书»赞王道,«礼»称安上,«乐»
号移风”,实际上也就等于明确地肯定在这些举措和现象的后面存在着一种天道本体的依据或支撑.
但由于汉唐时代的气化宇宙论只停留在生化流变的层面,并试图通过所谓生化流变之源远流长来证

明其永远有效,实际上却根本不足以揭示宇宙天道的绝对性与永恒性,因而也就必须在生化流变的

背后发掘出一个超越而又永恒的本体之天来.这一点就是隋唐五代的儒佛因缘以及理学崛起的思

想文化背景.但由于佛教并不承认在缘起缘灭的后面还存在着一个“空”的本体,因而所谓“释氏本

空”①的说法实际上只是在儒家本体意识形成后对佛教思想的一个反推或反观,意即其缘起缘灭之说

其实是以“空”为本体的.
除了儒佛因缘的刺激外,所谓思考进路或思考方式也可以对本体论与宇宙论之别作出说明.当

老子提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时,其“无”自然代表着“有”之所以形成的一个必要前提(但有

了“无”却未必就能够有“有”);以此类推,则«易传»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

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荀子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

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里的前后项之间,从«易
传»的“有”与“然后有”到荀子的“有”与“无”,其实都是一种必要条件的关系;正因为是必要条件,因
而反过来看,有前项却未必就能够有后项,而有后项却必然会有前项.因而,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进

路还是思考方式,其结果都不具有必然性,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可能性.佛教对于汉唐气化宇宙论的

批评,从思考进路或思维方式上看,主要也就在于揭示儒道所谓的“生”与“有”并不具有必然性一

点上.
但如果以此反推,那么凡是能够揭示事物存在之无条件的必然性时,则这样的思考也就可以称

之为本体论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方式其实早就存在于中国的先秦诸子中.比如孔子对于“礼乐”以及

“仁”与“礼”关系的如下叩问: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论语阳货»)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
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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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条既涉及“仁”与“礼”的关系,也涉及“仁”的实现与落实问题,但却完全是从无条件之必然性

的角度展开的,亦即所谓充分必要条件的角度展开的.其第一条可以说是对“礼乐”所以为礼乐之超

越的追问,即决定礼乐之所以为礼乐的根本依据究竟是什么,至于对“人而不仁”之“如礼何”“如乐

何”式的叩问,则又明确地将“仁”直接规定为礼之为礼的本体依据了.至此,“仁”作为“礼”之内在而

又超越的依据以及决定礼之为礼的本体依据也就确立了.至于“行仁”“践仁”的问题,则现实的人生

主体无疑具有无条件的决定权,所以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正因为本体论思维的这一特点,所以两宋理学家的“造道”追求虽然也承认其曾经有过一个“出

入佛老”的过程,但理学的本体意识以及其超越追求精神却并不是从佛教而来,而仍然是通过“返于

六经”———通过对“六经”及«论语»«孟子»之重新解读与重新诠释所发掘出来的.从思考进路与思维

方式来看,两宋理学家的这一自我定位显然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来自佛教的挑战与批评,也应当是

其“返于六经”之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与基础.因为如果说孔子的“仁”、“礼”关系就已经明确规定了

“仁”对于“礼”之超越的本体依据与主体之根源性的地位,那么«墨经»对于“体”之“分于兼也”(«墨
经»上)的定义也就明确地规定了“体”之普遍性与遍在性的特点;而普遍与超越两个维度,其实正是

所谓本体论思维之不可或缺的基本特征.

三、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

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中,宇宙本体论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哲学概念;至于所谓本体宇宙论的

说法则主要出自港台的牟宗三①.当我们对“宇宙论”与“本体论”两个概念作出基本区别之后,那么

所谓“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这两个概念也就有了重新辨析的需要了.
所谓宇宙本体论究竟何指? 一般说来,宇宙本体论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沿着宇宙论进路

所形成的本体,所以称之为宇宙本体论.但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沿着宇宙论进路所形成的实

际只是宇宙之始源,无论这个始源是指其时空形式及其原点还是指创生实体之原点,也都只能作为

实然存在之始源而存在.因为所谓宇宙论进路不仅没有摆脱时空形式的限制,而且也始终是沿着时

空的维度才得以形成的;同时,所谓宇宙论也始终没有摆脱创生实体之创生表现———所谓实然的生

化之流及其时空形式的限制,因而也就只能作为“万物之母”的宇宙之始源.虽然我们可以称这个始

源为宇宙本体,但实际上这个“本体”只是万物生化流变的源头,它也根本无法与天地万物所共在,即
使如“萤雀之化”②,也在拥有前者的同时就无法拥有后者;而在变为后者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前者的基本

特征.所以说,仅仅从本体之遍在性特征来看,沿着宇宙论的进路就始终无法形成超越的本体意识.
宇宙本体论的另一含义是指其所言说的本体就是宇宙论规模———所谓整个宇宙万物的始基性

本体.实际上,这仍然是一个需要推敲的说法.因为从严格的认识论角度来看,人类永远不可能穷

究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所谓认知的无止境性就指此而言.从这个角度看,在没有对宇宙万物形

成穷根究底性认识之前,可能不可能形成关于宇宙万物之本体的认识呢?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那

么,所谓宇宙本体论究竟何指呢?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易传»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以来,从两

汉到明清,人们实际上是以太极元气作为宇宙万物之形成基础的,这就是其所谓“本体”的涵义;但张

载所谓的“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与”③以及其具体说明的“一物两体,气也”④,也就明确地揭示了

５４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兼论朱子对«太极图说»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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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辨析说:“这种存有论即在说明天地万物之存在,就佛家言,即在如何能保住一切法之存在之必然性,不在明万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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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太极不过是阴阳未判之元气而已,而所谓的“判”又不过是一种时空形式中的分化流变活动.气

之所以被认为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主要是因为通过气之凝聚消散可以解释许多事物的成毁,这正是

万物的形成基础之意.作为结论,它实际上是通过可见事物推及不可见事物、通过有限事物以推及

无限存在而已.
那么,这种将事物之形成基础视为本体的说法究竟能不能成立呢? 对于这一问题,作为两宋理

学集大成的朱子是最有发言权的.如果从宇宙论来看,那么朱子哲学显然是最具有宇宙论规模的,
而其理气关系本身也是从宇宙论角度展开的.但在朱子看来,构成万物存在基础的气并不是宇宙本

体,比如朱子就明确指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

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乎

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①“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
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

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大凡看此等处,须认得分明,又兼始终,方是不错.”②如果说本体必须从

宇宙论的角度来规定,那么朱子可以说是最有发言权的理学家.但在朱子看来,“理也者,形而上之

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这就明确地以天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

体;至于气,虽然朱子也承认是“生物之具”———所谓宇宙万物的形成基础,但朱子却明确断言:“其性

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很明显,虽然朱子也承认“人物之生,必禀

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但其“道器之间”的“分际”却是明确地指谓理气关系而言的,也
就是说,只有天理才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气说到底不过是一种“生物之具”而已.而在下面一段,朱
子又明确地划分了两种不同的视角,这就是“在理上看”与“在物上看”;至于宇宙本体,则只能是“在
理上看”的产物,却绝不可能是“在物上看”的结果,因为后者只能得到“生物之具”,作为学也只是一

种器识之学.
但朱子这种确立宇宙本体的方式却仍然不能免除上述质疑,原因很简单:作为认识,它并不是对

宇宙万物所以存在之穷根究底性认识;而作为一种推理,它又无法排除从可见推及不可见、从有限推

及无限的嫌疑.同时,从严格的认识论出发,这种未能穷究所有事物的理气关系断言,也无法排除

“独断”的指责与批评.
既然宇宙本体论的说法难以成立,那么所谓本体宇宙论又如何呢? 所谓本体宇宙论,从形成思

路而言,则是指首先确立本体,并在本体之观照、统摄下所形成的宇宙论.比如孔子所谓的“一日克

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孟子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以及历代

儒者所共同认可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也都具有“天地万物一体”这样一种宇宙论规模,但其发端,
却不过是一点本体之仁而已.子思甚至还将这种本体之仁规定为人的一种喜怒哀乐之未发的心理

状态,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无疑是一种以“仁”为本的本体宇宙论.
如果这种本体宇宙论能够成立,那么其困难可能根本就不在于宇宙论,而主要在于本体之如何

确立上.在这一点上,孔子“仁”的形成可以说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春秋时代,孔子所面对的首先

是大量的“礼崩乐坏”现象,面对这一格局,孔子并不是直接就礼之价值与意义进行维护,反而是从超

越维度对“礼”发出了穷根究底的追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正是这种

超越的追问,使孔子发现,所谓“礼崩乐坏”,与其说是一个不守礼的问题,毋宁说首先是一个主体究

竟仁与不仁的问题,所以就有了“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的仁礼关系.而“礼”与“仁”
的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一个观念发生史的问题,毋宁说首先是一个本体观念之如何确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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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观念形成之时间先后来看,那么孔子的“仁”无疑源于“礼”,也是从对“礼”之超越的叩问

中提出的;但是,如果从其价值关系的角度看,则“仁”恰恰成为“礼”之价值与意义的赋予者与实践之

精神支撑者.所以,在“仁”与“礼”的关系中,从“礼”到“仁”就可以说是一种宇宙论的观念之实然发

生的关系;而从“仁”到“礼”,则可以说是本体论的价值赋予与实践支撑的关系.
孔子“仁”与“礼”的关系也同样表现在朱子对“理气”关系的论述中.朱子既强调理气不可分割,

同时又强调必须突出理先气后.所谓理与气不可分割,即指理始终存在于气化流行之中,这当然是

一种宇宙论的说法,亦即其所谓的“在物上看”;而所谓理先气后,则是指“在理上看”,也是指理超越

于气并且也始终是作为气之价值赋予者的关系.比如:

　　问:“先有理,抑先有气?”曰:“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
岂无先后!”①

或问:“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如何?”曰:“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究其所从来,则须

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②

朱子这里之所以既要强调理与气不可分割,同时又要突出理先气后,其实正是孔子“仁”与“礼”双重

关系的具体体现;而所谓理与气之不可分割与理先气后,从视角之形成来看,实际上也就源于“在理

上看”与“在物上看”;从其理论的指向与性质来看,也就是本体论与宇宙论之不同进路与不同规模.
从朱子始终强调天理本体的第一性存在来看,那么其哲学之本体宇宙论的性质也就是确定无疑的.
因为这就像孔子强调只能通过“仁”来理解“礼”,但却不能通过“礼”来规定“仁”一样.

这当然只是一种理论逻辑上的推理.如果从实践落实的角度看,则这种本体宇宙论又始终不能

脱离主体,尤其不能脱离能够决定“为与不为”③的个体主体.因为从孔子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到孟子的“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
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从张载的“君子所性,与天地同流异行而已”④,再到王阳明的“君子之酬酢

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⑤,说到底,所谓人生世

界无非就是以“仁”这一道德本体作为精神支撑与精神动力的.
从这两种不同思路与不同的追问方式及其具体形成来看,则只有本体宇宙论才是比较符合儒家

哲学之基本精神及其特征的;至于所谓宇宙本体论,则不仅要借助气化生生的常识作为文化背景,而
且也难免存在着因地说果之未可实证的嫌疑.

四、朱子对«太极图说»的诠释

关于朱子哲学之本体宇宙论的性质,更典型的还表现在其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诠释中.朱子正

是通过对«太极图说»的定性与诠释,既表现了其哲学之本体宇宙论的性质,同时也为其哲学加进了一种

宇宙本体论的论证与规模.这一点,也是朱子哲学能够成为集汉宋儒学之大成的根本原因.
从«太极图说»来看,周敦颐是北宋五子之一,也是北宋理学之殿军———二程(程颢、程颐)的老

师,所以历来被视为道学开山.周敦颐在当时官位不高、著作不多(只有«太极图说»与«通书»两篇),
其讲学的影响也不大,所以人们往往认为朱子对周敦颐的推崇主要就是因为其是二程的老师,而朱

子也是出于对二程的推尊才不得不推崇周敦颐为道学开山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另一面

在于,周敦颐之所以受到朱子的极力推尊,主要还是因为周敦颐的著作更适宜朱子作扩充性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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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朱子之推崇周敦颐、诠释周敦颐著作的结果,同时也为朱子哲学加上了一种宇宙本体论的色彩.
而这一点,又主要是通过朱子对其«太极图说»的诠释实现的.

«太极图说»是周敦颐对当时所流行的«太极图»的一种理论诠解,其全文不足二百五十个字.如

此一篇短文能够成为两宋理学崛起的标志性文献,也确实与朱子之诠释与推崇分不开.«太极图说»
的主要内容如下:

　　无极而太极.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

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①

仅从上述内容来看,这无疑是一篇关于从宇宙到人生的生成演化论,所谓“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

生阴”,显然是指阴阳二气的生成过程;而所谓“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

焉”又是指“五行”与“四时”的生成.至于“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以及所谓“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则又是指人的生成;而“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显然又是指万事万物生成的一般原则.最后,所
谓“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则既是指人生中“形生”“神发”与“五性”
“善恶”的萌发过程,当然同时也就成为人生世界的展开了.

对于这种宇宙生化论,无论怎么看,起码应当承认它首先是在汉儒融合儒道基础上的产物,当然

也是对汉儒宇宙生化论的直接继承.如果说其还存在着对汉儒思想之一定程度的发展,那也就主要

表现在其对人生之“形生”“神发”以及“五性”“善恶”之形成过程的分析与描述上,并且明确强化了

«易传»“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之德性规定,这显然是以君子人格为修养指向的.如果从思想谱

系的角度看,它也显然表现出一种在汉儒之儒道融合基础上从汉儒走向宋儒的特色.对于这种宇宙

论,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其儒道融合之“有”“无”浑一的性质———其“无极而太极”的展开过程与“太极,
本无极”一说的归根与还原就是其具体表现;其次,我们还必须承认其汉宋之学兼具或者说从汉儒走

向宋儒的性质.因为汉代纬书中无论是其“四环节说”还是所谓“五运说”,都仅仅是指自然宇宙———
所谓天地万物的生化形成过程,并不蕴含道德的规定与要求,而这里对“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的
强调则显然已经强化了对德性的规定与要求.所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不仅是«易传»与老子思想

融合的产物,而且也是汉宋儒学融合并从汉儒走向宋儒的具体表现.
那么,对于这种从宇宙发育、万物形成到人生德性萌发的生化论,朱子将如何理解、如何诠释呢?

首先,朱子这里必须改铸或截断老子“有生于无”的思路,从而使“无极而太极”中的“无极”一语完全

成为“太极”之无方所、无形状的形容词,这就彻底改变了«太极图说»之儒道融合的色彩.所以朱子

认为,“无极而太极”一语是“虽有二名,初无两体.周子所以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
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乎阴阳之中;以为贯通全体,无
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②.并解释说,“周子恐人于太极之外更寻太极,故以无极言

之”,“无极者无形,太极者有理也.周子恐人把作一物看,故云无极”③.这样一来,«太极图说»中的

“无极而太极”一句也就完全成为太极之无方所,无形状———所谓形上本体涵义的形容语了.但是,
如果我们对应于«太极图说»中的“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这种归根与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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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朱子诠释的不对应性.因为对«太极图说»而言,其所谓“太极,本无

极也”一语是有其实质性的内容与指谓的,而朱子的诠释则仅仅是指其“无方所,无形状”之存在相状

而言,这就使周敦颐的“太极,本无极也”一说之归本与还原完全失去了意义.当然也可以说,朱子的

这一诠释也就彻底斩断了汉儒宇宙生化论与老子“有生于无”之间的思想脐带,从而使其宇宙生化论

完全建立在儒家“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基础上了.
朱子的这一诠释,当然是标准的理学诠释,从而使«太极图说»真正成为一种本体宇宙论了;而由

此所展开的从阴阳、五行、四时一直到人之“形生”、“神发”以及“五性”与“善恶”的萌发过程,也就全

然建立在太极这一天理本体的基础上了.
朱子对«太极图说»之本体宇宙论式的诠释,固然可以展现周敦颐作为道学开山的理论规模,但

同时也为其以理气关系为核心的本体宇宙论体系带来了理论上的诸多难以自圆其说之处.比如按

照朱子对太极(天理)之形上本体地位的规定,无论是太极还是天理,其作为形上本体之基本属性必

然是超越动静的,即如他所明确规定的“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

聚处,理便在其中”①.这说明,其太极(天理)应当是纯粹的形上本体,但作为本体宇宙论,其太极又

将如何跨越从形上本体之“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到作为宇宙始源之创生天地万物的过渡呢? 在

这里,朱子却不得不求助于阴阳之气.比如他解释说:

　　阳动阴静,非太极动静,只是理有动静.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

相似.②

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

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③

朱子的这一说明,其本意固然是为了强调太极对于阴阳、理对于气的内在性及其启动发用属性,
但是,当天理(包括太极)因为“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而成为纯粹的形上本体时,其自身也就无法

完成从“静”到“动”的跨越,从而不得不求助于气了.这样一来,也就导致了其后继者———明代肩负

理学道统之传的曹端“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化之原”④的质疑与

批评,从而开启了由理学向气学演变的先河;另一方面,在现代理学研究中,朱子既然规定“太极只是

个极好至善底道理”⑤,却始终无法说明所谓“太极动而生阳”的问题,所以刘述先追问说:“朱子解‘无
极而太极’一句没有问题,解‘太极动而生阳’一句就不能没有问题.对朱子来说,太极是理,怎么可

以动,殊不可晓,所以他一定要曲为之解,而终难自圆其说.”⑥

实际上,朱子理气关系所遭遇的这种质疑并不是本体宇宙论自身的问题,而是其理气关系所存

在的问题,是他早年受佛教(禅宗)形上境界的影响,所以为了突出天理的形上本体性质,他就一定要

将天理推到纯而又纯之“净洁空阔”的地步去.因此,尽管他也从理一分殊的角度认为“人人有一太

极,物物有一太极”⑦,但只要他从所以然之客观物理的角度讲天理,不能突出太极对阴阳、理对于气

之内在超越及其主宰与定向作用,那么所谓“太极动而生阳”的问题也就永远无法解决.这就提出了

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即所谓本体宇宙论究竟应当如何立足才能将自然与人生真正统一起来.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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